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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我国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规模以上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探究女性

就业份额提升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和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和差异性分析。 发现：第一，女
性就业份额提升有助于增加企业利润，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显著成

立。 第二，整体而言，劳动成本在二者关系中起中介效应，而且多种检验方法均证实了中

介效应的显著性和有效性。 第三，异质性研究发现，二者关系还受到劳动市场上职业性别

隔离程度和行业技术水平差异的影响，表现为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低的地区和高技术行

业，更有利于发挥女性就业比例提升对企业利润的正向影响。 本文丰富了关于企业利润

决定因素和就业结构合理性经济绩效的相关研究。 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企业反思传统的

用工理念，理性认识增加女性就业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促进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平等，
而且对于在人口红利逐渐下降和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充分激发就业潜能以实

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指导意义。
关键词：女性就业份额　 企业利润　 中介效应　 职业性别隔离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７６６（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２１—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贸易与地区收入不平等：基于国内市场扭曲下资源空间再配置的研究”

（１７ＢＪＬ１０９）。
　 作者简介：陈梅，女，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对外开放与劳动力市场交叉领域，电子邮箱：ｃｈｅｎｍ０３０７＠ １６３． ｃｏｍ；周申，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世界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电子邮箱：ｚｈｏｕｓｈｅｎ＠ ｎａｎｋａｉ． ｅｄｕ． ｃｎ。 通讯作者：周申。

一、 引　 言

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一个近似“劳动力无限供给”的
状态下运行（姚洋和余淼杰，２００９） ［１］，以劳动力为核心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支撑着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制造业的持续迅速发展，“中国制造”席卷全球，创造了“中国奇迹”。 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伴随

着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因素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初现端倪。 据

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

便下降了 １８４ 万人，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成为新常态（张车伟和蔡翼飞，２０１６） ［２］。 面对人口红利的

逐渐消失，如何保持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可持续增长？ 其中，在已有的人口结构下，优化就业结构，充
分发掘劳动力资源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吴要武，２０１６） ［３］。

对比我国就业结构的现实，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就业

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十分严峻。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１９９９—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镇单位的男

性就业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并且两性就业比例的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女性就业份额从 １９９９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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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０３％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６􀆰 ４４％ ，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的女性就业比例下降更为

迅速，从 １９９９ 年的占比 ４３􀆰 ３８％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９􀆰 ３４％ ，下降了约四个百分点。 可是同时期，在
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女性人口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０􀆰 ４８５ 左右轻微波动①。 这表明，中国的女性劳动

者在就业市场上长期处于被压缩状态，女性就业份额有大幅上涨空间。 企业作为雇佣劳动力的主

体单位，那么，从企业经营者最为关心的利润问题出发，增加女性就业份额是否对制造业企业利润

有提升作用？ 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关于女性就业与企业绩效的文献主要是在女性高管团队参与率方面，

这些研究结论大都表明女性高管参与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Ｄｅｚｓö 和 Ｒｏｓｓ，２０１２［４］；Ｐａｔｈａｎ 和 Ｆａｆｆ，
２０１３［５］；任颋和王峥，２０１０［６］；陈宝杰，２０１５［７］ ）。 不过，显著缺少将员工性别结构与企业绩效结合

起来的文献，仅有相关研究主要是考察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Ｐａｒｒｏｔｔａ 等，２０１４［８］；Ｇａｒｎｅｒｏ 等，
２０１４［９］；杨振兵，２０１６［１０］；王伟同和魏胜广，２０１７［１１］ ）。 阅读企及，仅有 Ｇａｒｎｅｒｏ 等（２０１４） ［９］ 和 Ｔ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１２］ 这两篇文献涉及女性就业份额与企业利润的关系。 其中 Ｔ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１２］基于企业雇佣歧视理论，从性别平等文化的国际转移视角，考察了性别歧视因素对我国

工业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实现性别平等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５％ ，同时女性雇佣

比例越高的企业利润越高。 Ｇａｒｎｅｒｏ 等（２０１４） ［９］ 基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比利时雇主—雇员匹配数据，
考察劳动力多样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女性就业比例的提高有利于高技术行业生产率提高和

利润增加，但却不利于低技术行业企业。 但这两篇文献的研究只是稍有涉及女性就业比例与企业

利润关系的研究，而并没有将女性就业与企业利润的关系作为核心主题，进行二者关系和影响机制

的系统分析。
为弥补以上不足，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二者关系及其内在机理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

证检验。 具体来说，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宏观大背景下，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女性雇佣比例明显

低于男性劳动者的事实，本文首先将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女性就业比例

是否有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 第二，劳动成本在二者关系中是否起中介作用？ 其次，考虑到劳动市

场上还存在着普遍的职业隔离现象，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影响关系和中介效应的实现在不同职业

隔离程度地区是否存在差异性。 最后，本文将考察二者关系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异质性，因为技

术水平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者技能水平和生产效率相挂钩。 结论发现：（１）女性就业比例提

升显著增加制造业企业利润，劳动成本在二者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２）二者关系和中介效应的实

现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差异地区和行业技术水平差异行业存在异质性：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低的

地区和高技术行业，更有利于发挥女性就业比例提升对企业利润的正向影响；而且中介效应可以在

职业隔离程度低的地区和高技术行业得到有效验证，而在职业隔离程度高的地区和低技术行业未

能得到验证。
本文的主要贡献：（１）在研究视角上，丰富了对企业利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在既有研究基

础上，从员工性别结构视角出发，与企业经营的首要目标相挂钩，以一个新的视角展开对企业利

润的研究；（２）在研究设计上，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女性

就业份额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从工具变量和中介变量选取、企业利润、职业性别隔离测算以及

ＳＹＳ⁃ＧＭＭ、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和 ２ＳＬＳ 多种计量方法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二者关系的稳健性检验、中
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机制检验，保证了实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政策启示性；（３）从研究结论上看，
本文研究一方面对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实现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激发企业生产潜

能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或将对女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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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生负面影响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反思传统用工理念，促进女性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劳动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利润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女性就业份额提升

对企业利润影响的一个重要机制便是通过劳动成本因素发挥作用的。 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将遵循

以下脉络展开。 首先，明确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机制。 提高女性就业份额，均衡我

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性别结构，有利于降低企业劳动成本，进而提高企业利润。 其次，探讨职业性

别隔离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在存在职业性别隔离情况下，不利于异性互补效应形成，制约

生产效率提升（杨振兵，２０１６） ［１０］，不利于发挥女性就业对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作用，这将会抑制企业

利润提升。 最后，考察女性就业影响企业利润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差异性影响，因为技术水平差异

将会影响女性就业对劳动成本的降低作用。
１． 女性就业份额与企业利润

企业利润的决定因素众多，劳动成本是女性就业份额影响企业利润的重要渠道之一，而劳动成

本的准确衡量，需要同时考察工资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蔡昉等，２００９） ［１３］。 具体而言，女性就

业份额变化首先会对企业的工资成本产生影响。 尽管各国政府极力宣扬性别工资平等，但两性工

资差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 和 Ｈｕｇｈｅｓ，２００２［１４］；李宏兵等，２０１４［１５］；赵春明等，
２０１７［１６］）。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在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在中国城镇就业人口中，
１９９０ 年女性平均工资约为男性的 ７７􀆰 ５％ ，而 ２０１０ 年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 ６５􀆰 ８％ 。 陈梅等

（２０１８） ［１７］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数据测算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市场上男、女两性劳动者的实际

工资水平逐年上涨，但各年内女性工资水平均显著低于男性，而且两性工资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
男性小时工资在 ２００２ 年平均比女性高 ０􀆰 ９ 元，这一差距在 ２０１３ 年扩大到 ２􀆰 ５ 元。 基于两性工资

差距普遍存在这一事实，在既定员工规模的情况下，增加女性就业份额有助于企业降低工资成本。
其次，女性就业份额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在女性就业份额处于被压

缩状态时，增加女性就业份额会促进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其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不仅是

一句中国俗语，在心理学领域早已被证实，被称作“异性助长效应”，指的是工作领域的男女协同配

合有助于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并提高整体生产效率。 Ｋｅｒｒ 和 Ｓｕｌｌａｗａｙ（１９８３） ［１８］ 研究发现，相
对于单一性别团队，个体在“男女搭配”中更受激励，能够拥有更好的业绩表现。 Ｖｏｎ Ｓｉｅｍｅｎｓ
（２０１５） ［１９］也研究发现女性员工会提高男性员工的努力程度而增加整体产出水平。 其二，劳动力多

样化（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理论认为，多样化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Ｃｏｘ 和 Ｂｌａｋｅ，１９９１） ［２０］，雇员结

构的相似性越高，越可能引发竞争，在工作场所形成对立势力，损坏企业绩效（ Ｐｅｌｌｅｄ 和 Ｘｉｎ，
１９９９） ［２１］，工作场所的包容性和员工多样性，可以激发多样化的创造性思维，提高整体生产率

（Ｉｒａｎｚｏ 等，２００８［２２］；Ｉｌｍａｋｕｎｎａｓ 和 Ｉｌｍａｋｕｎｎａｓ，２０１１［２３］ ）。 而“任何使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不同

的显著差异”都是多样性的来源（Ｋｒｅｉｔ，２００８） ［２４］，劳动力多样化包括性别、技能、种族、年龄等各个

维度的多样性。 在女性就业份额明显低于男性的背景下，性别多样化增加的等价表现是女性就业

份额增加。 相关研究认为，由于两性在生理特征、技能水平及非认知技能等各方面的差异，男女员

工之间的搭配存在生产率互补提升效应（Ｇａｒｎｅｒｏ 等，２０１４［９］；Ｌｉａｎｇ 和 Ｌｕ，２０１５［２５］ ）。 其三，歧视经

济学理论的相关研究认为，女性就业份额低是因为歧视因素，降低歧视，增加女性就业份额，实现男

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可以增加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 （ Ｋｌａｓｅｎ 和 Ｌａｍａｎｎａ，
２００９［２６］；Ｔｅｉｇｎｉｅｒ 和 Ｃｕｂｅｒｅｓ，２０１４［２７］）。 例如，Ｔｅｉｇｎｉｅｒ 和 Ｃｕｂｅｒｅｓ（２０１４） ［２７］基于跨国数据量化研究

了性别就业不平等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发现性别不平等平均带来人均产出 １３􀆰 ５％ 的下降。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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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女性就业份额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损失，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是考虑到

女性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总体上低于男性劳动者 （ Ｈｅ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和 Ｎｅｕｍａｒｋ，１９９９［２８］；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０［２９］；Ｐｆｅｉｆｅｒ 和 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１４［３０］）。 但是，对于中国劳动市场上女性就业份额严重低于男性的现

实，男、女两性生产率的绝对差异并非主导因素，更多的是因为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受到了歧视性对

待（Ｋｕｈｎ 和 Ｓｈｅｎ，２０１３［３１］；颜士梅等，２００８［３２］；李磊等，２０１８［３３］ ）。 并且大多数关于中国制造业企

业的经验研究均表明提升女性就业份额是有利于生产效率提升的。 例如，杨振兵（２０１６） ［１０］基于我国

行业层面和省际层面数据，发现女性就业份额增加有利于提升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Ｔ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１２］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亦发现女性劳动力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 工资成本降低

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综合作用，将促进劳动成本下降，企业利润上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在女性就业比重偏低背景下，提升制造业企业女性就业份额会增加企业利润。
Ｈ２：提升女性就业份额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增加企业利润。
２． 女性就业份额、异质性与企业利润

（１）地区职业性别隔离视角。 女性就业对企业利润至关重要，但女性就业份额对企业利润的

促进作用还会受到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 所谓职业性别隔离指的是人为按照性别因素进行职业匹

配，破坏了“能岗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法则，将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职业性别

隔离体现着劳动资源的配置扭曲，会直接造成企业生产效率损失。 Ｔｚａｎｎａｔｏｓ（１９８９） ［３４］基于英国数

据研究发现，职业性别隔离因素造成约 ５％ ～ ６％的经济产出损失。 姚先国和谢嗣胜（２００６） ［３５］ 基

于拥挤假说模型，结合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职业性别隔离的消除有助于增加经济总

产出。 另一方面，无论是上文提及的“异性助长效应”还是劳动力多样化相关理论，均依赖于男、女
两性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效互动和协同配合，以调动劳动积极性和实现劳动生产率互补，进而

提升整体生产效率，职业隔离因素则会阻碍这种正向促进效应的形成，不利于生产效率提升（杨振

兵，２０１６） ［１０］。 对此，即使企业提升了总雇员中的女性就业比例，但由于职业性别隔离因素的生产

效率损失，也并不能充分发挥增加女性就业对于降低劳动成本的中介效应，进而对企业利润的提升

起负向调节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职业性别隔离因素负向调节女性就业份额对企业利润的促进

作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有利于发挥女性就业对企业利润的积极影响。
（２）行业技术水平视角。 女性劳动者对企业利润的作用还与所在行业的技术水平有关，因为

技术水平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者技能水平和生产效率相挂钩。 在低技术行业，生产者的整体

技能水平较低，企业生产对体能劳动的需求更高。 由于生理特征差异，许多研究都表明女性在体力

劳动方面有明显劣势（黄宗智，２０００［３６］；费孝通和张之毅，２００６［３７］），此时男性劳动者的比较优势明

显，增加女性就业份额引起的生产效率损失作用很有可能占主导地位，弱化两性工资差距对劳动成

本的降低作用，进而限制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提高企业利润的积极影响。 相反，随着技术水平的提

升，所雇用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会对应提高，而两性在认知技能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认知

技能主要是由智力水平决定，且不同两性在智力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Ｎｅｉｓｓｅｒ 等，１９９６［３８］；Ｊｕｈｎ
等，２０１４［３９］），此时，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自身绝对劳动生产率差异会缩小甚至没有差别，并
且，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互补，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通常在复杂、非常规的认知工作体现得

更为明显（Ｇａｒｃｉａ，２０１７） ［４０］。 据此，女性就业份额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很有可能在高技术行业

更明显。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女性就业提升对企业利润的积极影响在高技术行业高于低技

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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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量、数据和模型设计

１． 指标选取

（１）企业利润和女性就业份额的度量。 利润水平衡量着企业的盈利能力，有绝对指标和相对

指标之分（吴国鼎，２０１７） ［４１］。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本文以绝对指标作为企业利润的衡量指

标，具体地，本文主要采用企业利润总额指标的对数形式来衡量，原因在于本文在分析性别就业结

构对企业利润影响时以劳动成本为中介变量，总利润水平直接受到劳动成本大小影响，而其他指标

如经营利润、资产收益率等还受到经营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的影响，受劳动成本的影响并不直接。 性

别就业结构指标，本文参考李磊等（２０１６） ［４２］、王伟同和魏胜广（２０１７） ［１１］ 的做法，以女性就业人数

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加 １，取对数形式衡量。 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亦采用了人均利润率和

性别多样性指标进行检验分析。 具体而言，人均利润是企业利润总额与雇佣人数之比，取对数形

式；性别多样性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ＭＵＬ ＝ ｒｆ∗ｒｍ，其中 ｒｆ、ｒｍ 分别代表女性就业比例和男性就业比

例，性别多样性指标反映着企业就业结构的性别平衡程度，取值范围为 ０ ～ １ ／ ４，当男、女两性就业

份额各为 １ ／ ２ 时，取最大值 １ ／ ４（Ｇａｒｎｅｒｏ 等，２０１４） ［９］。 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女性就业份额明显低

于男性雇员的事实，性别多样性指标的数值越大代表女性就业份额越高，企业就业性别结构越

均衡。
（２）单位增加值劳动报酬（ＵＬＣ）的度量。 劳动力成本大小的准确测量，需要综合考察工资成

本大小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的因素 （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Ｍａｒｋ，１９６８） ［４３］。 本文参考陈雯和孙照吉

（２０１６） ［４４］，采取的单位增加值劳动报酬为其衡量指标，单位增加值劳动报酬指标是国际劳工组织

建立的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ＫＩＬＭ）之一，反映着单位工业增加值所耗费的劳动报酬，根据前文理

论分析，是本文考察性别就业结构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中介变量。 计算公式为：ＵＬＣ ＝ Ｗ ／ Ｌ
Ｑ ／ Ｌ，其中，

Ｗ 为企业劳动报酬总额，包括工资和福利费用两部分，Ｑ 为工业增加值，Ｌ 为企业之中总人数。
（３）职业性别隔离指标的度量。 本文参考杨伟国等（２０１０） ［４５］ 的做法，选取规模标准化的邓肯

指数（ＤＳ 指数）和卡梅尔 －麦克拉克伦指数（ ＩＰ 指数）来衡量我国地级市层面的职业性别隔离程

度。 ＤＳ 指数是由 Ｇｉｂｂｓ（１９６５） ［４６］在邓肯指数（Ｄｕｃａｎ 等，１９５５） ［４７］ 基础上提出，表示为使得各种职

业中两性分布相同，男性劳动者（或女性劳动者）需要变换职业的比例，具体计算方法为：ＤＳ ＝ １
２ ∑

Ｎ

ｉ ＝ １

｜ ［（ ｆｉ ／ Ｌｉ） ∑
Ｎ

ｉ ＝ １
（ ｆｉ ／ Ｌｉ）］ － ［（ｍｉ ／ Ｌｉ） ∑

Ｎ

ｉ ＝ １
（ｍｉ ／ Ｌｉ）］ ｜ ，其中，ｆｉ 和 ｍｉ 分别代表在职业 ｉ 中的女性就业人

数和男性就业人数，Ｌｉ ＝ ｆｉ ＋ ｍｉ 代表职业 ｉ 的总就业人数，Ｎ 为职业总数。 ＩＰ 指数是由 ｋａｒｍｅｌ 和
ＭａｃＬａｃｈｉａｎ（１９８８） ［４８］提出，表示在就业总量中男女比例不变条件下，为了使各职业中男女比例与

男女总就业比例相同，需要多少比例的劳动者变换工作，计算方法为：ＩＰ ＝ １
Ｌ ∑

Ｎ

ｉ ＝ １
｜ （１ － α） ｆｉ － αｍｉ ｜ ，

其中，Ｌ 和 α 分别表示总就业人数与女性劳动者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其他指标与 ＤＳ 指数定义中

相一致。 ＤＳ 指数与 ＩＰ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０ ～ １，数值越大，代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越大。
此外，本文在分析性别就业结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时，参考张杰等 （２０１１） ［４９］ 和周末等

（２０１７） ［５０］的研究结论，还考虑了一些控制变量的影响，包括企业规模、资本存量、政府补贴、人力资

本、出口和所有制等。 具体而言，企业规模以总就业人数衡量，取对数形式；资本存量以企业固定资

产年均余额衡量，取对数形式；人力资本以企业工资总额（等于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应付福利费用

总额之和）与雇佣人数之比衡量，取对数形式；政府补贴和出口为 ０ ～ １ 虚拟变量，政府补贴变量在

补贴收入指标大于零时取值为 １，反之，取值 ０，出口变量在当出口交货值大于零时取值为 １，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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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０；所有制按照企业注册类型，区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２．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下

简称“１％人口数据”）。 工业企业数据库是目前我国国内最为权威和全面的微观企业数据，是本文

企业层面变量构建的数据基础。 但是，它也存在着样本匹配混乱、变量定义模糊和指标缺失等问题

（聂辉华等，２０１２） ［５１］。 在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之前，本文对该数据库做出如下处理：（１）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２） ［５２］的处理方法，按照企业代码、企业名称、法人和地址等信息进行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间的样本匹配，之后取其中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数据。 （２） 参考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５３］ 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４） ［５４］的做法，对统计指标错误和关键指标缺失数据样本进行剔除（包括销售额、职工人数、总
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为负等错误类型）。 （３）为了消除异常值影响，对数据库中的女性就业人数、
职工总人数、利润总额、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年末应付工资总额、福利费用和政府

补贴等变量进行双边 １％的缩尾处理。 （４）鉴于使用的是跨年数据，本文的相关变量均利用相应价

格指数进行平减，将其调整为 ２００４ 年的固定价格水平。 具体而言，所使用到的价格指数包括消费

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源于 ＣＥＩＣ 中国经济数据库。 （５）根据国家统计

局提供的地区行政代码，按照 ２００４ 年的地区代码划分标准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１％人口数据提供了

个人层面的年龄、性别、所在城市和就业等方面（包括职业、行业、是否就业、工资等）信息，是本文构建

城市层面职业性别隔离指数的数据基础。 经验研究部分所使用的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①非平衡面板数

据。 表 １ 为本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统计性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水平差异

性很大，对数利润总额的均值为 ６􀆰 ６０２２，标准差为 １􀆰 ８９３０。 对数形式女性就业比例的均值为 ０􀆰 ３１３５，
对应着女性占比约 ０􀆰 ３８９７，男性占比约 ０􀆰 ６１０３，凸显着我国制造业企业中性别比例失衡的严峻性。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样本容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利润
利润总额 ８１６６０２ ６􀆰 ６０２２ １􀆰 ８９３０ － ０􀆰 １２８８ １１􀆰 １０２１

人均利润 ８１６６０２ １􀆰 ９２８６ １􀆰 ７０６４ － ８􀆰 ４２００ ９􀆰 ０２２６

就业性别结构
女性比例 ９８０２４９ ０􀆰 ３１３５ ０􀆰 １７４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６９０

性别多样性 ９８０２４９ ０􀆰 １７７１ ０􀆰 ０６７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５００

劳动成本 单位增加值劳动报酬 ９６５９１２ － １􀆰 ４６７６ １􀆰 ０４３２ － ７􀆰 ９０１５ ９􀆰 ４１６１

企业规模 总就业人数 ９８０２４９ ４􀆰 ６８９６ １􀆰 ０８０５ ２􀆰 ０７９４ １２􀆰 １４５０

资本存量 固定资产年均余额 ９８０２４９ ８􀆰 ２００７ １􀆰 ６２０４ ４􀆰 １８５０ １２􀆰 ５０９２

人力资本 人均工资 ９８０２４９ ２􀆰 ５８９６ ０􀆰 ５３６１ １􀆰 ５１９９ ４􀆰 ２７８７

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０ ～ １ 变量） ９８０２４９ ０􀆰 １３５４ ０􀆰 ３４２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出口 出口状态（０ ～ １ 变量） ９８０２４９ ０􀆰 ２８６３ ０􀆰 ４５２０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所有制

国有企业（０ ～ １ 变量） ９８０２４９ ０􀆰 ０９６２ ０􀆰 ２９４９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外资企业（０ ～ １ 变量） ９８０２４９ ０􀆰 １１３２ ０􀆰 ３１６９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私营企业（０ ～ １ 变量） ９８０２４９ ０􀆰 ７９０５ ０􀆰 ４０６９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职业性别隔离
ＩＰ 指数 ９８０２４７ ０􀆰 ２０３１ ０􀆰 ０５２４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ＤＳ 指数 ９８０２４７ ０􀆰 ６６０４ ０􀆰 ０９２７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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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只有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数据提供了女性就业占比相关数据信息。



３． 估计模型和策略

为了研究性别就业结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利润的影响，并验证假说，本文构建以下基准计量

模型：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ｊｔ ＝ ｃ ＋ α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δｔ ＋ θ ｊ ＋ εｉｊｔ （１）

　 　 其中，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ｊｔ代表第 ｔ 年 ｊ 行业中企业 ｉ 的盈利情况，主要以利润总额衡量，在稳健性检验部

分采用了人均利润率进行检验回归；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为性别就业结构，主要用女性雇员占比衡量，在
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性别多样性指标进行检验回归；Ｆｉｒｍｉｊｔ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
本存量、政府补贴、人力资本、出口和所有制等；δ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时间趋势因素；θ ｊ 为二分位

国民经济行业固定效应；εｉｊｔ为误差项。 后文实证分析部分以模型（１）为基础，并根据假说验证需要

对模型（１）进行扩展。

四、 基准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 性别就业结构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

本文利用我国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性别就业结构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提高女

性就业份额有助于增加企业利润。 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基准回归模型，检
验二者关系，回归结果如表 ２ 的第（１）列 ～ 第（４）列所示。 第（１）列和第（２）列是女性就业份额对

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回归结果表示，女性就业份额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显著为正。 这说明，女性就

业份额越高，对企业利润总额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第（３）列是基于相对利润指标—人均利润率的

回归结果，第（４）列是基于女性就业份额的替代指标—性别多样性的回归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的正

向影响关系依然显著。 假设 １ 得到验证。 同时，本文研究亦构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第（５）列所示，女性就业份额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平衡面板数据的估计结

果也验证了假设 Ｈ１。 同时，回归结果亦显示出资本存量、规模、人力资本水平、补贴以及出口比重

与企业的利润正相关，这与以往企业利润相关的文献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张杰等，２０１１［４９］；余淼

杰和智琨，２０１６［５５］；周末等，２０１７［５０］）。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非平衡面板 平衡面板

（１） （２） （３） （４） （５）

就业性别结构
０􀆰 ６２３５∗∗∗

（３８􀆰 ５８）
０􀆰 ０８５６∗∗∗

（５􀆰 １７）
０􀆰 ０２００∗∗∗

（３􀆰 ３２）
０􀆰 １９２９∗∗∗

（６􀆰 ０５）
０􀆰 ０６５５∗∗∗

（３􀆰 ２６）

资本存量
０􀆰 １７２０∗∗∗

（６２􀆰 ４２）
０􀆰 ０６８１∗∗∗

（２７􀆰 ０１）
０􀆰 １７２１∗∗∗

（６２􀆰 ４３）
０􀆰 １７６５∗∗∗

（５２􀆰 ３２）

人力资本
０􀆰 ３２６３∗∗∗

（７９􀆰 ６８）
０􀆰 １０２１∗∗∗

（２７􀆰 ２７）
０􀆰 ３２６５∗∗∗

（７９􀆰 ７５）
０􀆰 ３２２２∗∗∗

（６３􀆰 ９２）

政府补贴
０􀆰 ０９１８∗∗∗

（１６􀆰 ２０）
０􀆰 ０６８０∗∗∗

（１３􀆰 １３）
０􀆰 ０９１８∗∗∗

（１６􀆰 １９）
０􀆰 ０８８４∗∗∗

（１３􀆰 ６２）

企业规模
０􀆰 ５０６１∗∗∗

（１０３􀆰 ８２）
０􀆰 ０９３６∗∗∗

（２１􀆰 ０１）
０􀆰 ５０２６∗∗∗

（１０６􀆰 ８０）
０􀆰 ４９６４∗∗∗

（８３􀆰 ０２）

出口
０􀆰 ０５０２∗∗∗

（８􀆰 ０１）
－ ０􀆰 ００４２
（ － ０􀆰 ７４）

０􀆰 ０５００∗∗∗

（７􀆰 ９９）
０􀆰 ０２４２∗∗∗

（３􀆰 ３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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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非平衡面板 平衡面板

（１） （２） （３） （４） （５）

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８１６５０６ ８１６５０６ ８１６５０６ ８１６５０６ ４５３６４９

Ｒ２ ０􀆰 ０４５９ ０􀆰 １１４４ ０􀆰 ００６９ ０􀆰 １１４４ ０􀆰 １１５９

　 　 注：∗、∗∗、∗∗∗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上述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可靠，本小节将从基准回归部分所存在的潜在问题出发，重新

做回归检验，以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
首先，企业的盈利情况很有可能与前期具有高度相关性，静态面板估计很有可能会导致估计结

果存在偏差，所以此部分首先利用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模型采用差分形式进行经验回归结果检验。
其次，鉴于本文基准分析部分选取的样本是盈利企业，而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利润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并非随机事件，为了对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进行纠正，本文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将性别

就业结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关系分解为两步。 第一步，构建选择模型，考察女性就业对企业是否获

利的影响，预测企业获得正利润的概率，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同时构建逆米尔斯比例 ｍｉｌｌｉ；第
二步，将逆米尔斯比例 ｍｉｌｌｉ 作为解释变量添加到影响模型中，使用 ＯＬＳ 进行估计，能够克服企业是

否盈利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９） ［５６］。 以模型（１）为基础，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部分的具体估

计模型如下：
Ｐｒ（ｙｉｊｔ ＝ １ ／ 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ｊｔ ＞ ０） ＝ Φ（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Ｆｉｒｍｉｊｔ，ｌｎｅｎｔｒｙ＿ｔｉｍｅｃ，ｌｎｅｎｔｒｙ＿ｃｏｓｔｃ，δｔ，θｊ） （２）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ｊｔ ｜ ｙｉｊｔ ＝ １） ＝ ｃ ＋ α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ｍｉｌｌｉｊｔ ＋ δｔ ＋ θｊ ＋ εｉｊｔ （３）

　 　 其中，下标 ｃ 代表城市，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１）相一致。 模型（２）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一段的样本

选择模型，估计企业利润水平为正的概率，模型（３）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二阶段的影响模型，用来考察性

别就业结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从模型的有效识别角度，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要求模型（２）中至

少有一个排他性变量，按照这个要求，本文借鉴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４） ［５７］的做法，以成立企业所需要时间

ｌｎｅｎｔｒｙ＿ｔｉｍｅｃ 和成本 ｌｎｅｎｔｒｙ＿ｃｏｓｔｃ 作为企业盈利情况的识别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进入模型，数据来

源于 ２００８ 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此外，由于企业利润的影响因素众多，无法全面识别所有因素，考虑到遗漏变量的存在、性别就

业结构和企业利润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关系等均会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

估计法进行基准分析检验。 具体而言，本文选取地区 － 行业层面其他企业女性就业份额的均值

（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ｍｅａｎ）作为企业性别就业结构的工具变量（陈宇羡等，２０１８） ［５８］ 对模型（１）进行工

具变量的 ２ＳＬＳ 回归分析。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表 ３ 可以看出，无论是系统 ＧＭＭ 回归、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回归还是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回归，女性

就业份额对企业利润影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Ｗａｌｄ 检验、干扰项相关性检验、弱工具变量 Ｆ 检验和逆米尔斯比率系数均显著不为 ０，证实

了稳健性分析部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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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ＳＹＳ＿ＧＭＭ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估计 ＩＶ －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选择方程（ｄｙ ／ ｄｘ） 数量方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企业利润

（滞后一期）
０􀆰 ４１９０∗∗∗

（８６􀆰 ９２）

女性就业份额
０􀆰 ０１３０∗∗∗

（３􀆰 ０９）
０􀆰 ０３９６∗∗∗

（３􀆰 ６７）
０􀆰 ０７１３∗∗∗

（４􀆰 ３７）
０􀆰 ７０２８∗∗∗

（１０􀆰 ５４）

女性就业份额（ ＩＶ）
０􀆰 ５１９５∗∗∗

（１９７􀆰 ８６）

企业进入时间
－ ０􀆰 ５１７４∗∗∗

（ － ４４􀆰 ５４）

企业进入成本
－ ０􀆰 １１４６∗∗∗

（ － ２８􀆰 ０１）

逆米尔斯比率
－ １􀆰 ９６５７∗∗∗

（ － １３６􀆰 ７４）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６３７１

ＡＲ（２） Ｐ 值 ０􀆰 ５３７６

Ｗａｌｄ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Ｆ 检验 １６􀆰 ８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４４９４８５ ９６４５０１ ８０９１２０ ９７６１５６ ８１３６０８

Ｒ２ — — ０􀆰 １４９６ ０􀆰 １４９３ ０􀆰 １１４７

　 　 注：∗、∗∗、∗∗∗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或 ｔ 统计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劳动成本的中介效应

前文理论分析部分表明，提升女性就业份额，均衡性别就业结构，可以降低企业劳动成本进而

增加企业利润。 为了考察这一可能的影响渠道，并验证假设 Ｈ２，参考魏下海等（２０１７） ［５９］、张彩云

和吕越（２０１８） ［６０］的研究方法，采取中介变量检验方法来考察劳动成本对性别就业结构与企业利润

的中介效应。
根据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６１］对中介变量检验方法的介绍，若劳动成本在女性就业比例影响

企业利润中扮演中介作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原因变量（女性就业比例）需在统计上显著影

响结果变量（企业利润）；其次，原因变量需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劳动成本）；第三，在考

虑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后，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意味着原因变量对结

果变量的影响作用部分或全部来自于中介变量。 据此，接下来构建回归式（４） ～式（６）进行分析：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ｊｔ ＝ ｃ ＋ α１ 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δｔ ＋ θ ｊ ＋ εｉｊｔ （４）

ｌｎＵＣＬｉｊｔ ＝ ｃ ＋ α２ 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δｔ ＋ θ ｊ ＋ εｉｊｔ （５）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ｊｔ ＝ ｃ ＋ α３ 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 α４ ｌｎＵＣＬｉｊｔ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δｔ ＋ θ ｊ ＋ εｉｊｔ （６）

　 　 表 ４ 列示了交叉项检验方法和中介变量检验方法的回归结果。 第（１）列 ～ 第（３）列分别对应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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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介变量检验方法三步骤的回归结果，其中 α１ 显著性为正，α２ 显著性为负，符合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６１］对中介变量检验方法的要求；同时，α４ 显著性为负，这样 α２∗α４ 的系数为正，意味着女

性就业比例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对企业利润产生正向影响；结合 α３ 显著性为正，α２∗α４ 与 α３ 符号同

为正，说明是部分中介效应。
表 ４ 劳动成本的中介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Ｍ１：企业利润（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２：劳动成本（ ｌｎＵＣＬ） Ｍ３：企业利润（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女性就业份额
０􀆰 ０８５６∗∗∗

（５􀆰 １７）
－ ０􀆰 ０２７７∗∗∗

（ － ３􀆰 １０）
０􀆰 ０７５２∗∗∗

（４􀆰 ７５）

劳动成本
－ ０􀆰 ５５５３∗∗∗

（ － ２２１􀆰 ５２）

资本存量
０􀆰 １７２０∗∗∗

（６２􀆰 ４２）
－ ０􀆰 １０８９∗∗∗

（ － ７３􀆰 ０４）
０􀆰 １１４８∗∗∗

（４３􀆰 ３４）

人力资本
０􀆰 ３２６３∗∗∗

（７９􀆰 ６８）
０􀆰 ７０４０∗∗∗

（３１４􀆰 ９６）
０􀆰 ７３４８∗∗∗

（１７０􀆰 ０３）

政府补贴
０􀆰 ０９１８∗∗∗

（１６􀆰 ２０）
－ ０􀆰 ０２９９∗∗∗

（ － ９􀆰 ７７）
０􀆰 ０８３１∗∗∗

（１５􀆰 ３８）

企业规模
０􀆰 ５０６１∗∗∗

（１０３􀆰 ８２）
０􀆰 ５１０２∗∗∗

（１９６􀆰 ０８）
０􀆰 ８１８２∗∗∗

（１６８􀆰 １３）

出口
０􀆰 ０５０２∗∗∗

（８􀆰 ０１）
－ ０􀆰 ０５０３∗∗∗

（ － １４􀆰 ６４）
０􀆰 ０２４９∗∗∗

（４􀆰 １７）

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８１６５０６ ９６５７８５ ８１０００２

Ｒ２ ０􀆰 １１４４ ０􀆰 １８３０ ０􀆰 １９９９

　 　 注：∗、∗∗、∗∗∗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为了保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本文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许家云和毛其淋，２０１６） ［６２］。 参

考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 ［６３］，本文采取依次检验法、系数乘积检验法和差异检验法三种方法进行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首先，依次检验法要求 α２ 和 α４ 均不显著为零，本文回归结果显示 α２ 和

α４ 显著为负，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其次，系数乘积检验法要求 α２ ∗α４ 显著不为 ０，借鉴 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７） ［６４］的方法检验统计量 Ｚ ＝ α２∗α４ ／ α２
２σ２

α４ ＋ α２
４σ２

α２是否处于临界值以内，其中 σα２、σα４分别

代表估计系数 α２ 和 α４ 的标准误，计算得到 Ｚ ＝ ３􀆰 ０８，表明 α２∗α４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不为 ０，证明中

介效应的显著存在。 最后，差异检验法参考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和 Ｓｃｈａｔｚｋｉｎ（１９９２） ［６５］的方法检验 Ｈ０：α１ － α３

＝ α２ ∗α４ ＝ ０，如果可以拒绝原假设，证明中介效应显著。 检验通过统计量 Ｚ ＝ （ α１ － α３ ） ／

σ２
α１ ＋ σ２

α３ － ２σα１σα３ １ － γ２ 得到，其中， γ 为 ｌｎｆｅｍａｌｅ ＿ ｒａｔｉｏ 与 ｌｎＵＣＬ 的相关系数，计算得到

Ｚ ＝ ３􀆰 ５８，表明在 １％水平显著拒绝原假设。 三种检验方法，综合验证了劳动成本中介效应的显著

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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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是以基准分析部分为基础，对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 Ｈ３ 和假设 Ｈ４ 进行验证。 首先

考察职业性别隔离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机制，参考以往文献对调节机制的研究方法，本小节以基

准回归模型（１）为基础，引入职业性别隔离因素和职业性别隔离与女性就业比例的交叉项，构建以

下计量模型：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ｊｔ ＝ ｃ ＋ α１ 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 α２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ｃ ＋ α３ ｌｎ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ｉｊｔ∗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ｃ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δｔ ＋ θ ｊ ＋ εｉｊｔ （７）

　 　 通过考察交叉项系数 α３ 的符号和显著性，来判断职业性别隔离因素的调节机制。 回归结果如

表 ５ 所示。
根据变量描述部分介绍，分别以 ＩＰ 指数和 ＤＳ 指数为地区层面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的替代指标进

行了（７）式的回归分析，其中表 ５ 第（１）列 ～第（２）列为 ＩＰ 指数回归结果，第（３）列 ～第（４）列为 ＤＳ 指

数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职业性别隔离因素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显著为负，交叉项系数显著

为负，这表明职业性别隔离因素将会负向调节女性就业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职业性别隔

离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有利于发挥女性就业比例提升对企业利润的正向影响，进而验证了假设 Ｈ３。
表 ５ 职业隔离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ＩＰ 指数 ＤＳ 指数

（１） （２） （３） （４）

职业性别隔离
－ ０􀆰 ３８８８∗∗∗

（ － ３􀆰 ２３）
－ ０􀆰 ４４８２∗∗∗

（ － ３􀆰 ２６）
－ ０􀆰 ８４７３∗∗∗

（ － ７􀆰 ８５）
－ ０􀆰 ８３９３∗∗

（ － ７􀆰 ８４）

女性就业份额
０􀆰 ０８５７∗∗∗

（５􀆰 １７）
０􀆰 ０８９８∗∗∗

（５􀆰 ４１）
０􀆰 ０８５６∗∗∗

（５􀆰 １７）
０􀆰 ０８２２∗∗∗

（４􀆰 ８８）
职业性别隔离∗
女性就业份额

－ １􀆰 ７７４３∗∗∗

（ － ４􀆰 ５７）
－ ０􀆰 ２１７４∗∗∗

（ － ４􀆰 ０８）

资本存量
０􀆰 １７２０∗∗∗

（６２􀆰 ４１）
０􀆰 １７１９∗∗∗

（６２􀆰 ３８）
０􀆰 １７２０∗∗∗

（６２􀆰 ４１）
０􀆰 １７２０∗∗∗

（６２􀆰 ４１）

人力资本
０􀆰 ３２６２∗∗∗

（７９􀆰 ６７）
０􀆰 ３２６３∗∗∗

（７９􀆰 ６８）
０􀆰 ３２６２∗∗∗

（７９􀆰 ６７）
０􀆰 ３２６２∗∗∗

（７９􀆰 ６６）

政府补贴
０􀆰 ０９１８∗∗∗

（１６􀆰 １９）
０􀆰 ０９１７∗∗∗

（１６􀆰 １７）
０􀆰 ０９１８∗∗∗

（１６􀆰 １９）
０􀆰 ０９１８∗∗∗

（１６􀆰 １９）

企业规模
０􀆰 ５０６１∗∗∗

（１０３􀆰 ８１）
０􀆰 ５０６１∗∗∗

（１０３􀆰 ８２）
０􀆰 ５０６１∗∗∗

（１０３􀆰 ８１）
０􀆰 ５０５６∗∗∗

（１０３􀆰 ２３）

出口
０􀆰 ０５０３∗∗∗

（８􀆰 ０３）
０􀆰 ０５０５∗∗∗

（８􀆰 ０７）
０􀆰 ０５０３∗∗∗

（８􀆰 ０３）
０􀆰 ０５０３∗∗∗

（８􀆰 ０３）
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８１６３６０ ８１６３６０ ８１６３６０ ８１６３６０

Ｒ２ ０􀆰 １１４４ ０􀆰 １１４５ ０􀆰 １１４４ ０􀆰 １１４４

　 　 注：∗、∗∗、∗∗∗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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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本文以省份层面 ＩＰ 指数均值为界将工业企业样本划分为高职业隔离省份的企业样本

和低职业隔离省份的企业样本，分别进行（５） ～ （６）式的中介变量检验回归，考察职业性别隔离因

素对女性就业比例和企业利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如何通过劳动成本这一中介变量传导的。 回

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地区职业性别隔离差异的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高职业隔离地区 低职业隔离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Ｍ１：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２：ｌｎＵＣＬ Ｍ３：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１：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２：ｌｎＵＣＬ Ｍ３：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女性就业份额
－ ０􀆰 ０１３５
（ － ０􀆰 ６５）

０􀆰 ００９５
（０􀆰 ８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９）

０􀆰 １９８４∗∗∗

（７􀆰 ２７）
－ ０􀆰 ０７７６∗∗∗

（ － ５􀆰 ２３）
０􀆰 １５８２∗∗∗

（６􀆰 ０２）

劳动成本
－ ０􀆰 ５６２７∗∗∗

（ － １７２􀆰 ０６）
－ ０􀆰 ５２７６∗∗∗

（ － １３３􀆰 ７２）

资本存量
０􀆰 １５７６∗∗∗

（４４􀆰 ０２）
－ ０􀆰 １０８２∗∗∗

（ － ５５􀆰 ５９）
０􀆰 １００３∗∗∗

（２９􀆰 ２１）
０􀆰 １８６４∗∗∗

（４３􀆰 ３８）
－ ０􀆰 １０６７∗∗∗

（ － ４６􀆰 ２６）
０􀆰 １３２８∗∗∗

（３１􀆰 ９７）

人力资本
０􀆰 ３４１８∗∗∗

（６３􀆰 ７１）
０􀆰 ６７３８∗∗∗

（２３０􀆰 ６８）
０􀆰 ７３６２∗∗∗

（１３１􀆰 ３９）
０􀆰 ３００２∗∗∗

（４７􀆰 ４７）
０􀆰 ７４３２∗∗∗

（２１４􀆰 ９６）
０􀆰 ７１２６∗∗∗

（１０４􀆰 ６１）

政府补贴
０􀆰 ０８１３∗∗∗

（１２􀆰 １９）
－ ０􀆰 ０２８７∗∗∗

（ － ７􀆰 ８７）
０􀆰 ０７３４∗∗∗

（１１􀆰 ５７）
０􀆰 ０９６９∗∗∗

（９􀆰 ３９）
－ ０􀆰 ０２０４∗∗∗

（ － ３􀆰 ７７）
０􀆰 ０９３３∗∗∗

（９􀆰 ４３）

企业规模
０􀆰 ５１５８∗∗∗

（８３􀆰 ５１）
０􀆰 ４７３１∗∗∗

（１４３􀆰 ８９）
０􀆰 ８０８８∗∗∗

（１３１􀆰 ８０）
０􀆰 ４９８４∗∗∗

（６３􀆰 ５２）
０􀆰 ５５６４∗∗∗

（１３２􀆰 ４７）
０􀆰 ８２３０∗∗∗

（１０３􀆰 ９０）

出口
０􀆰 ０４０４∗∗∗

（５􀆰 １８）
－ ０􀆰 ０３８２∗∗∗

（ － ８􀆰 ９９）
０􀆰 ０２４４∗∗∗

（３􀆰 ２８）
０􀆰 ０７２８∗∗∗

（７􀆰 ０１）
－ ０􀆰 ０７３８∗∗∗

（ － １２􀆰 ８３）
０􀆰 ０３３０∗∗∗

（３􀆰 ３１）

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４７９５２１ ５６４０２４ ４７６３２４ ３３６９８５ ４０１７６１ ３３３６７８

Ｒ２ ０􀆰 ０９４６ ０􀆰 １６３８ ０􀆰 １８２５ ０􀆰 １５０９ ０􀆰 ２１７４ ０􀆰 ２２６６

　 　 注：∗、∗∗、∗∗∗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根据表 ６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高职业隔离地区，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劳动成本和企业利

润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低职业隔离地区，女性就业比例提高显著地降低了劳动成本，增加企业利

润。 这表明，本文提出的企业通过增加女性就业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利润的理论机制无

法在高职业隔离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得到验证，而在低职业隔离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得到验证，进一步

证明了假设 Ｈ３。
接下来，将实证分析女性就业比例和企业利润关系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差异性，与验证考察

职业隔离因素影响机制的方法相类似。 本文首先借鉴宗毅君（２０１２） ［６６］ 的方法，将 ２９ 个制造业行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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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两类①，之后，分别对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企业样本进行

（５） ～ （６）式的中介变量检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行业技术水平差异的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高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Ｍ１：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２：ｌｎＵＣＬ Ｍ３：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１：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２：ｌｎＵＣＬ Ｍ３：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女性就业份额
０􀆰 １９２７∗∗∗

（７􀆰 ５６）
－ ０􀆰 ０６１３∗∗∗

（ － ４􀆰 ３２）
０􀆰 １６１９∗∗∗

（６􀆰 ６４）
０􀆰 ００６５
（０􀆰 ３０）

－ ０􀆰 ００６５
（ － ０􀆰 ５６）

０􀆰 ０１０４
（０􀆰 ５０）

劳动成本
－ ０􀆰 ５５０８∗∗∗

（ － １４９􀆰 １８）
－ ０􀆰 ５５７３∗∗∗

（ － １６２􀆰 ３６）

资本存量
０􀆰 １６０５∗∗∗

（３９􀆰 ５８）
－ ０􀆰 １０５５∗∗∗

（ － ４６􀆰 ６５）
０􀆰 １０４１∗∗∗

（２６􀆰 ７０）
０􀆰 １８２９∗∗∗

（４８􀆰 ４４）
－ ０􀆰 １１１７∗∗∗

（ － ５６􀆰 ０６）
０􀆰 １２４９∗∗∗

（３４􀆰 ４２）

人力资本
０􀆰 ３１４９∗∗∗

（５１􀆰 ０８）
０􀆰 ７０９１∗∗∗

（２０５􀆰 ０６）
０􀆰 ７１９７∗∗∗

（１１１􀆰 ０８）
０􀆰 ３３４５∗∗∗

（６０􀆰 ８０）
０􀆰 ７０１２∗∗∗

（２３８􀆰 ７４）
０􀆰 ７４５４∗∗∗

（１２７􀆰 ８２）

政府补贴
０􀆰 ０９２３∗∗∗

（１１􀆰 ５１）
－ ０􀆰 ０２９５∗∗∗

（ － ６􀆰 ５３）
０􀆰 ０８１３∗∗∗

（１０􀆰 ６５）
０􀆰 ０９２４∗∗∗

（１１􀆰 ５０）
－ ０􀆰 ０２９９∗∗∗

（ － ７􀆰 １７）
０􀆰 ０８５６∗∗∗

（１１􀆰 １７）

企业规模
０􀆰 ５１１８∗∗∗

（６９􀆰 ９０）
０􀆰 ４９４３∗∗∗

（１２２􀆰 ７８）
０􀆰 ８１２８∗∗∗

（１１１􀆰 ７２）
０􀆰 ５０１３∗∗∗

（７６􀆰 ２１）
０􀆰 ５２２９∗∗∗

（１５２􀆰 ４８）
０􀆰 ８２１７∗∗∗

（１２４􀆰 ６０）

出口
０􀆰 ０３２８∗∗∗

（３􀆰 ５０）
－ ０􀆰 ０４１８∗∗∗

（ － ７􀆰 ９３）
０􀆰 ０１６０∗

（１􀆰 ７９）
０􀆰 ０６４９∗∗∗

（７􀆰 ６７）
－ ０􀆰 ０５７５∗∗∗

（ － １２􀆰 ６５）
０􀆰 ０３２８∗∗∗

（４􀆰 ０６）

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３６１８６３ ４２３１９６ ３５８６５３ ４５４６４３ ５４２５８９ ４５１３４９

Ｒ２ ０􀆰 １１２２ ０􀆰 １７３８ ０􀆰 １９９３ ０􀆰 １１６４ ０􀆰 １９１３ ０􀆰 ２００１

　 　 注：∗、∗∗、∗∗∗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根据表 ７ 第（１）列和第（４）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女性就业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主要在

高技术行业更显著，具体表现为：在高技术行业，女性就业比例提高显著增加企业利润；而在低技术

行业，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企业利润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进一步观察第（２）列 ～ 第（３）列和第

（５）列 ～第（６）列，发现本文提出的企业通过增加女性就业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利润的理

论机制在高技术行业的企业样本中得到验证，而在低技术行业的企业样本中并未得到验证，与前文

理论分析部分的预期相一致，假设 Ｈ４ 被证实。

六、 结论及启示

１． 研究结论

制造业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利润是企业短期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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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为高技术行业，其余为低技

术行业。



经营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宏观背景下，本文从劳动成本视角出发，结合我国

制造业企业性别就业结构失衡的现实，分析了女性就业份额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１）总体而言，女性就业比例提升显著增加制造业企业利润。 基于我国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制造业

企业非均衡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女性就业份额每增加 １０％ ，企业利润总额会增加 ８􀆰 ５６％ 。 而

且，这一正向积极影响在考虑不同变量定义、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等之后依然成立。
（２）中介变量检验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成本在女性就业与企业利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

效应，并且依次检验法、系数乘积检验法和差异检验法三种方法均证实了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也就

是说，女性就业份额提升促进了企业利润增加，其中“女性就业—劳动成本—企业利润”是传导途

径之一。
（３）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低的地区和高技术行业，更有利于发挥女

性就业比例提升对企业利润的正向影响。 并且，本文提出的企业通过增加女性就业来降低生产成

本进而提升企业利润的理论机制在职业隔离程度低地区和高技术行业的企业样本中得到验证，而
在职业隔离程度高地区和低技术行业的企业样本中未能得到验证。

２． 启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上确认了就业性别结构合理性对企业利润的积极影响，丰富了关

于企业利润决定因素和就业结构合理性经济绩效的相关研究。 对于公共政策的设计而言，有以下

启示和政策建议：
（１）重视就业结构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积极推进应对措施和实现合理的就业性别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专设“公平就业”一章，强调男女平等的就业权利，我国《劳动法》亦
明确指出要保护女性就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两会”再次提出要着力补齐就业短板、
优化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原因，女性劳动者在就业和晋

升道路上很难享有与男性劳动者同等的机会。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反思传统的用工理念，
理性认识增加女性就业，实现就业性别结构合理性的积极作用。 这对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

景下实现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在当前人口结构下充分激发就业潜能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２）政策的搭配实施。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鉴于调整就业性别结构，

增加女性就业比例对企业利润的积极影响，政府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

律法规，规范用工制度，避免各类企业对女性员工在招聘方面的歧视，为女性劳动者创造公平有效

的竞争环境，同时要注意降低两性就业的职业性别隔离，充分发挥女性劳动者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发

展的促进作用。 第二，从影响关系的“中介因素”入手。 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优势是我国制造业

企业发展的重要助力，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和经济普遍下行的过程中，政府要重视降低劳动成本对

企业发展的作用，不断深化最低工资调整机制、社保缴费比例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合
理降低企业人工成本。 第三，面对劳动供给不足的新常态，依靠劳动投入促进增长具有不可持续

性。 因此，企业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开展技能培训活动，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做到以劳动质量替代

劳动数量，以减少对劳动数量的依赖，同时要加大对创新活动投入，积极主动引进先进工艺和生产

技术，培育新竞争优势来破解劳动成本的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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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ｕ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ｐ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ａｌ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ｉｒｍ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１６，Ｊ２１，Ｄ２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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